
 

 

政府赋能企业“出海”：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

应对指导中心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李四海，王瑞麒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会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母国支持如何驱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国际商务领域的重要命题；然而，现有研究对

母国跨国知识产权制度适配支持这一关键路径关注不足。文章将我国自 2020 年起分批设立国家海

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母国知识产权“靶向性”

支持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

心的设立显著提升了所在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

导中心一方面推动企业通过主动性制度适配实现海外专利布局，另一方面增强企业应对性制度运

用能力以提高其海外知识产权诉讼胜率，进而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

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对高技术密度企业、开展逆向投资的企业以及向制度距离较

远国家投资的企业具有更强的推动效应，并且推动企业拓展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广延边际。文章从知

识产权纠纷视角阐释了政府支持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作用，深化了对政府“靶向性”支持的

内在逻辑及政策功能的认知，为推动企业国际化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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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企业整合全球价值链资源、拓展国际市场边界的核心战略路径，更

是新兴经济体实现产业升级与技术赶超的关键渠道（蒋冠宏和蒋殿春，2014；杨娇辉等，2016；
Piperopoulos等，2018）。然而，近年来我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呈现持续高

发态势，已演变为制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2024年海外知识产权纠纷造成我国企业

直接判赔金额超过 2.26亿美元，在已结案件中，美国专利诉讼案件的平均审理周期为 338天，而
商业秘密诉讼案件的平均审理周期更是长达 911 天，整体呈现出“高赔付、长周期、强不确定

性”特征。①2004 年通领科技遭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337”调查以及专利侵权诉讼，长

达六年的诉讼拉锯与巨额成本使其难以推进美国市场拓展计划；2017年起，海能达因海外商业

秘密侵权诉讼缠身，最终导致其美国子公司破产重整。上述案例均印证了海外知识产权纠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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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阻碍企业全球价值链整合与国际市场拓展，并对企业国际化战略造成严重冲击。

为何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制约如此突出？经济行为并非孤立存

在，而是深度嵌入制度环境之中，企业进入陌生的制度环境时，往往会因难以适配制度差异而产

生冲突，最终阻碍对外直接投资的推进（Peng等，2009；Newenham-Kahindi和 Stevens，2018）。传

统研究从静态的制度距离视角分析了制度差异对企业 OFDI 的影响（Xu 和 Shenkar，2002；

Cuervo-Cazurra 和 Genc，2008;Tang 和 Buckley，2022），指出制度距离会加剧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

称、提升合规成本与增加合法性压力，并带来严重的“外来者劣势”（Zaheer，1995；Xu 和

Shenkar，2002）。近年来研究逐渐转向更具动态性的“制度摩擦”视角，强调制度差异在“出海”

企业微观运营情境中产生的实际冲突、不协调或适配障碍（Stevens 和 Shenkar，2012；Newenham-

Kahindi和 Stevens，2018；Jia等，2022）。

在全球技术保护主义加剧、知识产权成为国际竞争核心资源与制度博弈焦点的背景下，知

识产权制度作为东道国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跨国制度适配的关键锚点（Ferrantino，1993；

Papageorgiadis等，2020）。然而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存在显著差异（Ginarte和 Park，1997；

Bruno等，2022），适配障碍导致知识产权制度摩擦，其具象化表现即为跨国企业与东道国相关主

体之间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这些诉讼不仅给跨国企业带来高昂的诉讼费用、罚款、赔偿等直

接损失，更会冲击企业海外实体的日常运营与核心资产，引发海外子公司业务停摆、跨境资产

减值等风险（Kingston，1995；Lemley和 Shapiro，2005），显著推高企业“出海”的交易成本与准入

门槛。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价值突出与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所引致的高风险、高成本之间的矛

盾，使得如何适配知识产权制度、助力企业顺利“出海”成为亟待回应的理论与现实议题。

母国政府支持能够弥补企业“出海”短板，是新兴市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驱动力

（Luo等，2010；Lu等，2014；Gaur等，2018）。近年来，我国企业在跨国知识产权适配过程中普遍

面临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防范意识弱、海外知识产权业务能力弱、寻找资源难以及维权过程难的

“两弱两难”困境，仅靠市场机制难以解决，迫切需要政府支持。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指出要“完善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2025年《政

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引导对外投资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强化法律、金融、物流等海外综合

服务”。因此，为企业海外知识产权制度适配提供支持成为保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议题。在此背景下，2020 年以来，我国分批在各省市设立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

心（地方分中心），旨在构建系统化的支持体系，助力企业适配跨国知识产权制度，在国际市场中

巩固既有业务并拓展新的投资空间。基于此，本文考察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对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成效与影响机制，为完善海外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提升企业国际化制度适

配能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主动性制度适配是完成跨国知识产权制度嵌入的有效方式，其关键在于海外专利布局（周

浩和邓雪莲，2025），然而“两弱”问题制约了该举措的实施。针对这一问题，海外知识产权纠纷

应对指导中心通过海外知识产权布局的宣传与培训、法律信息发布、案例整理、一对一的专利

申请策略以及专利商标布局指导咨询等多元举措，构建“意识塑造+实务赋能”的阶梯式支持体

系，精准提升企业海外专利布局意识和能力，从源头上减少知识产权制度摩擦。此外，知识产权

专业性强且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特征，而我国企业缺乏适配的专业支持与资源对接渠道，导致海

外知识产权纠纷发生时难以形成有效应对能力。对此，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积极构

建“监测—分析—对接—资助”四位一体支持体系，通过案件预警、法律咨询、资源对接和经费支

持的闭环服务，帮助企业破解资源难寻、维权困难的“两难”困境，将企业从被动的规则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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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为主动运用东道国法律规则、证据与程序来捍卫自身权益的能动者，实现应对性制度运

用，切实提升企业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能力，从而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对企业对外

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的设立显著提升了企业对外直接

投资水平，且这一结论在通过一系列识别假设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海外知识产权

纠纷应对指导中心不仅推动企业主动性制度适配，提高了企业海外专利申请量，而且强化企业

应对性制度运用的能力，提高了企业海外知识产权诉讼胜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在海外市

场面临更高知识产权纠纷风险的高技术密集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提升对外直

接投资的作用更为突出。同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不仅有效推动企业对发达东道

国的逆向投资，还推动企业进入制度距离较大的东道国。此外，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

心还显著提升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广延边际，助力企业实现首次投资并提升投资国家多元化水平。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母国政府在制度建设、政策引导和服务

保障等方面的支持，是新兴市场企业加快对外直接投资步伐的重要推动力（Lu 等，2014；

Han 等，2018）。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财政补贴（Liu 等，2024；Xie 等，2024）、税收优惠

（Buckley等，2007）、简化行政程序（Hoskisson等，2013）等通用性支持制度，或双边协定（宗芳宇

等，2012；杨宏恩等，2016;Frenkel 和 Walter，2019）、外交访问（杨连星等，2016；闫雪凌和林建浩，

2019）等宏观制度协调机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作用。但母国如何通过精准的知识产权

“靶向性”支持，即母国政府对企业跨国经营中所存在的知识产权能力缺口进行定向支持，这一

问题却缺乏关注。本文将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的设立作为知识产权“靶向性”

支持的外生冲击，并据此验证了跨国知识产权制度适配存在“双元路径”，清晰揭示了母国“靶

向性”支持助力企业国际化的价值，深化了对政府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支持的内在逻辑及政

策功能的认知，回应了我国企业如何高效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实现可持续国际化的现实关切。

第二，现有文献大多聚焦于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国家的企业向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国家投

资的情境，从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差异与制度改革的视角，分析知识产权制度摩擦对企业

OFDI的约束作用（Javorcik，2004；Nunnenkamp和 Spatz，2004；Campi和 Dueñas，2019；Bruno等，

2022），但普遍忽视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企业跨境投资的现实情境，也未关注企业如何通

过跨国知识产权制度适配主动应对摩擦。本文以知识产权纠纷为关键切入点，借助国家海外知

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建设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跨国知识产权制度适配对中国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将知识产权制度与 OFDI的研究延伸至企业微观制度适配行为

层面，弥补了制度适配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研究的关键缺口。

第三，本文立足跨国知识产权制度摩擦的内在逻辑，识别了母国“靶向性”支持作用于企业

OFDI的边界条件，拓展了关于制度适配与母国支持互动关系的动态认知。在此基础上，本文从

投资二元边际、投资方向、制度距离、技术密度等多个维度检验政策效果的异质性，明确了国家

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的作用场景与适用边界，不仅深化了对知识产权制度适配过程

的理解，也为精准设计与针对性优化海外知识产权支持政策提供了扎实的经验支撑。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法律程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我国跨国企业在进

行知识产权制度嵌入时，普遍面临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防范意识弱、海外知识产权业务能力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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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寻找资源难、维权过程难的“两弱两难”问题。为向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防

范和纠纷应对指导服务，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筹指导下，2020 年，第一批国家海外知识产权

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地方分中心获批设立，覆盖北京、上海、江苏等省市；2021年，第二批国家海

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地方分中心获批设立，新增天津、武汉、长沙等城市；2023年，第

三批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地方分中心获批设立，包括河北、山西、吉林等省份。

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地方分中心的设立遵循规范的标准与程序，经由各地知识

产权保护中心自主申报、省级知识产权局审核推荐、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组织评估

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统一批复等多个环节，最终确定各批次入选名单。此外，地方分中心挂牌

后需接受国家知识产权局常态化监管与年度统一复核。这一多层级、跨部门的遴选、审批与监

管程序，使得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地方分中心的设立具有较强的外生性。

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地方分中心主要开展以下工作：第一，收集整理本地

区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信息与案例，建立区域案例库，分析研判本地区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态

势。第二，开展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防控培训与宣传，普及相关知识与工具，通过案例分享、线上

线下结合等形式强化宣传引导，提升企业海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应对能力。第三，开展海外

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应对指导，为本地区提出申请的企业提供指导服务，必要时组织专家研究并

提出应对建议，并做好受理案件的跟踪指导与信息反馈。第四，协调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资源，

基于本地区需求，建立涵盖知识产权律师、技术专家、行业顾问等在内的专业团队，指导企业对

接优质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并协助企业申请本地区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项目及相关经费支持。

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地方分中心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023年，国家海

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及其地方分中心累计向企业提供海外纠纷应对指导 600余起，提

供咨询服务 1 400余次，帮助企业挽回经济损失 68.9亿元。①2024年，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

对指导中心及其地方分中心累计为各类企业提供指导服务 886 次，帮助企业挽回经济损失

141.5 亿元。②例如，烽火通信虽不熟悉欧洲专利异议流程，但在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

导中心湖北分中心的专业帮扶下，成功宣告竞品专利无效，破除欧洲市场专利壁垒；国家海外知

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深圳分中心在艾比森遭遇美国“337 调查”及平行专利诉讼时全程跟

进，组织专题研讨活动，整合涉外知识产权专业资源，提供全方位专业指导，最终助力艾比森胜

诉。除实际服务成效外，人才体系建设也持续推进，截至 2024 年上半年，国家层面已遴选海外

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专家 119人，各地累计遴选专家超过 1 800人，专业支撑体系不断完善。

（二）理论分析

1. 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建立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

能否有效适配东道国制度环境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约束（Peng 等，2008；Brouthers，

2013），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是跨境经营的成本收益权衡，制度适配失败所引发的额外成本，

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关键变量（余淼杰和高恺琳，2021；谢红军和吕雪，2022）。知识

产权制度摩擦所引发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往往涉及高昂的成本，以美国专利诉讼为例，单案单

项专利诉讼的法律成本中位数在 160万至 280万美元之间，③而涉及多项专利的诉讼费用则会更

高，伴随显著的不确定性（Lemley 和 Shapiro，2005），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障碍（Onoz 和

李四海、王瑞麒：政府赋能企业“出海”：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① 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3年全国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进展报告》。

 ② 数据来源：www.gov.cn/lianbo/bumen/202503/content-7016188.htm。

 ③ 数据来自美国知识产权法协会（AIPLA）2015年发布的《经济调查报告》（Report of the Economic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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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achetti，2023）。这种阻碍贯穿企业 OFDI的全过程：在“出海”决策阶段，知识产权纠纷的高额

成本与强不确定性显著推高风险预期，抑制投资意愿；在筛选投资目的地时，知识产权制度摩擦

更易发生的国家往往对应着更高的适配成本与被诉风险，因而成为企业布局的避让区域

（Bruno等，2022）；在海外经营期间，知识产权诉讼带来的不确定性纠纷不仅会带来直接经济损

失，还会造成供应链中断、客户关系破裂和品牌声誉受损（Bessen和Meurer，2008）。此外，诉讼

还会迫使管理层分散精力，干扰正常研发与战略部署（Somaya，2003）。因此，实现知识产权制度

适配、高效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环节。

然而，我国企业在跨国知识产权制度适配中普遍存在能力短板，面临“两弱两难”问题，难

以独立应对上述障碍。一方面，企业普遍存在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防范意识弱、海外知识产权业

务能力弱的“两弱”问题，既缺乏将专利布局视为跨国制度适配前置条件的意识，也缺乏在复杂

跨国法律体系中实施精准布局的实践能力（董新凯，2022）。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专业服务具有高度

地域特色，熟悉东道国司法实践的专业资源稀缺且高度分散（Papageorgiadis等，2020；Sofka等，2025），
导致企业面临寻找资源难、维权过程难的“两难”困境，既无法快速匹配熟悉东道国司法实践的

专业资源，又因规则陌生难以推进维权，纠纷发生后往往面临败诉风险，甚至被迫放弃维权，进

而蒙受巨额损失。在此背景下，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以公共服务形式提供“靶

向性”支持，助力企业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

首先，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推动企业开展主动性制度适配。海外专利布局

是企业实现跨国知识产权制度适配的核心路径（周浩和邓雪莲，2025）。然而，“两弱”问题严重

制约了这一适配行动的实施。对此，一方面，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通过开展海

外知识产权布局宣传与培训，强调海外专利布局是融入东道国市场的重要制度基础，强化企业

的布局意识；另一方面，通过系统整理主要投资目的国的知识产权法规与典型案例，并一对一为

企业制定专利申请策略与布局方案，弥补企业对东道国制度的认知空白，提升企业实践能力。

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通过“意识塑造+实务赋能”的阶梯式支持，着力强化企业

海外专利布局的意识和能力，从源头防范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助力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其次，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提升企业应对性制度运用能力，降低知识产权

纠纷的实际冲击。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发生后，“两难”困境制约了企业形成有效应对能力。针对

这一问题，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构建了“监测—分析—对接—资助”四位一体的

支持体系：通过实时监控纠纷信息并向企业预警，帮助企业抢占应对先机；依托专业法律咨询与

案情分析，帮助企业明晰争议要点、制定应对策略；借助专家库和律师团队帮助企业精准对接

熟悉东道国司法实践的专业资源；同时提供维权经费支持，以分担高额诉讼与仲裁成本。该体

系能够系统性地缓解企业海外运营中面临的资源渠道有限、纠纷应对成本高等现实约束，推动

企业从被动的规则接受者转变为主动运用东道国法律的能动者，提升应对性制度运用能力，从

而显著提升纠纷应对效能，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及其地方分中心通过推动企业海外专利布

局、提升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能力，提高了本地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

2. “靶向性”支持效应的异质性

知识产权制度适配对高技术密度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更为关键的作用（Cui等，2022）。
一方面，高技术密度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其技术创新成果，这使得这类企业在国际化

经营中面临更高的知识产权纠纷风险，且纠纷引发的负面冲击更为剧烈（蒋殿春和彭大地，

2025）。另一方面，高技术密度企业在“出海”过程中对海外专利布局具有更强的依赖性，海外专

利既是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的重要法律保障，也是防范竞争对手抢注、主动构建技术壁垒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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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工具，专利布局缺失造成的竞争劣势对其影响尤为深远。因此，高技术密度企业对“靶向性”

支持的诉求更为迫切，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的专利布局指导能够显著强化其核

心竞争优势的海外保护；同时，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提供的专业纠纷处理支持

能够有效缓解知识产权诉讼对其技术资产和创新能力的实质性冲击，从而更显著地促进此类企

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对高技术密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

更为显著。

逆向投资是指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相较于面向发展中国家的顺向投

资，该类投资面临更为严峻的知识产权制度适配挑战。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完善、执法

严格，虽能为技术资产提供有效保障，但也意味着企业将面临更高的专利诉讼概率与更严苛的

执法环境（Javorcik，2004）。具体而言，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历经长期演进，规则体系高

度细化，涵盖专利、商标、版权、商业秘密等多个领域，并形成严密保护机制，合规门槛远超发展

中国家（蒋殿春和彭大地，2025）。同时，发达国家的本土企业往往已构建起庞大的专利组合和

成熟的维权体系，中国企业进入其市场时极易遭遇专利壁垒挤压和竞争对手主动发起的专利诉讼冲击。

在上述多重压力叠加之下，中国企业在规则认知、维权能力和风险防控等方面的短板被放大，

因此，“靶向性”支持在逆向投资情境下的边际价值更高，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

对逆向投资的推动效应应当显著强于其对顺向投资的推动效应。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

假设：

假设 3：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对企业面向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的促进作用

更为显著。

制度差异是制度摩擦的根源，尽管制度距离仅能刻画制度差异的静态固有属性，却仍能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制度摩擦的发生概率，为评估制度摩擦的潜在风险提供基准参考（Shenkar等，2008）。
具体而言，东道国与母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距离越大，企业对东道国知识产权规则的认知成本与

适配难度越高，跨国经营过程中发生知识产权摩擦的概率也随之上升。面对较大的制度距离，

企业不仅需要克服更高的事前信息搜寻成本和专利布局难度，还需要在纠纷发生后应对更为陌

生的司法程序和维权规则，“两弱两难”问题在高制度距离情境下被进一步放大，自主适配能力

短板也更为突出。在此背景下，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通过提供法律咨询、纠纷

应对指导以及专利布局指导等支持性制度服务，能够有效缓解制度差异所带来的适配困境，降

低企业海外投资的制度性顾虑，进而激励企业向制度距离更大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基于以上分

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对企业面向制度距离更大的东道国开展对外

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广延边际通常是指企业首次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或拓展对外直接投资范围，核心反映企业进

入陌生制度环境后的扩张能力（杨连星等，2016）。企业初次对外直接投资或进入新的东道国

时，面临的制度嵌入障碍远超其在已有投资东道国深化投资的集约边际情形（Lu等，2014）。首

次进入全新东道国意味着企业在该制度环境中缺乏任何历史经验积累，无法依赖既有的知识产

权布局基础和维权经验，对东道国知识产权规则体系的认知近乎空白，制度适配不确定性达到

最高水平。与之相比，依托集约边际开展投资布局的企业，通过长期实践提高了对当地知识产

权制度的认知水平，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维权资源网络，积累了合规管理经验，制度能力缺口已在

一定程度上得到内部弥补，对外部“靶向性”支持的边际需求相对较低。综上所述，国家海外知

李四海、王瑞麒：政府赋能企业“出海”：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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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对企业广延边际 OFDI的促进效应显著强于对集约边际 OFDI的促进

效应。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5：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广延边际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18—2023年沪深 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对其作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行

业公司；（2）剔除处于 ST或*ST状态的公司—年度观测值；（3）剔除关键财务指标存在缺失的观

测值。经过上述筛选后，共得到 22 854个公司—年度样本。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 CSMAR，

财务数据与宏观经济数据来自 CSMAR和 CNRDS。为了减少极端值等异常值的影响，在研究中

对相关变量进行上下 1%的缩尾处理。

（二）模型设定

为检验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设立如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本文设定模型如下：

OFDIi,t = α0+α1IPR−ODCi,t +γControlsi,t +ηi+ηp,t +η j,t +εi,t （1）

其中，下标 i、j、p 和 t 分别表示企业、行业、省份和年份。被解释变量 OFDIi， t 为企业 i 在 t 年剔

除所在地为“避税天堂”、持股比例小于 15% 的海外关联公司数量（刘莉亚等，2015；Gaur 等，
2018；孙浦阳等，2020）。①

本文选择上市公司每年海外关联公司数量作为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指

标的核心原因在于，其与本文检验母国“靶向性”支持如何助力企业跨国知识产权制度适配的

核心研究目的高度契合。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在东道国制度网络中寻求适配与嵌入的

过程，海外关联公司数量恰好动态反映了企业组织嵌入东道国制度环境、拓展国际市场边界的

情况；另一方面，海外关联公司数量度量了企业成功进入并维持运营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刻画

了企业对海外既有业务的巩固和新投资空间的拓展。IPR_ODCi， t 为 t 年企业 i 所在地区是否设

立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地方分中心的虚拟变量，自该中心设立当年及之后年份

设为 1，其余年份为 0。②Controlsi， t 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公司特征指标：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

债率（Lev）、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总资产净利润率（Roa）、资本支出（Capital）、上市年数

（ IPO_age）；公司治理指标：董事会规模（Bsize）、独立董事人数（ Indirector）、高管海外经历

（Oversea）、两职合一（Dual）、产权性质（State）；地区特征指标：人均生产总值（Pgdp）、最低工资

（Mwage）。ηi、ηp， t 和 ηj， t 分别为企业、省份—年度和行业—年度固定效应。
③

四、假设检验与稳健性检验

（一）假设检验

表 1汇报了基准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列（1）只考虑了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

心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核心解释变量 IPR_ODC 的系数显著为正。列（2）在此基础上加

入固定效应，核心解释变量 IPR_ODC 的系数显著为正；列（3）进一步添加了公司与地区层面的

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 IPR_ODC 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这说明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

导中心的设立确实提升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

  2026 年第 9 期

 ① 本文所涉及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均不包括对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投资，下同。

 ② 省级指导中心服务范围覆盖全省，其设立应视为省内所有城市均已设立指导中心；市级指导中心服务本市，其设立仅视为该市已设立

指导中心。若同一城市同时存在省级与市级指导中心，则设立时间以较早者为准。

 ③ 限于篇幅，此处省略了主要变量的衡量方式和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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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OFDI OFDI OFDI

IPR_ODC 0.349***（0.052） 0.259**（0.119） 0.297***（0.112）

Size 0.698***（0.100）

Lev 0.358（0.384）

Growth −0.223***（0.053）

Roa −0.592*（0.310）

Capital −0.002（0.004）

IPO_age 0.123（0.081）

Bsize −0.004（0.015）

Indirector 0.018（0.023）

Dual 0.047（0.046）

Oversea 0.234（0.155）

State −0.202*（0.117）

Pgdp 0.301（0.366）

Mwage −1.177（1.042）

Constant 1.561***（0.039） 1.622***（0.068） −17.009***（4.047）

Firm FE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Province-Year FE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Year FE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N 22 854 22 534 22 534

Adj.R2 0.002 0.830 0.833

　　注：*、**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利用事件研究法对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平行趋势假设进行检验，以国家海外知识产

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设立前 1年作为基准期。结果表明，在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

心设立之前，处理组与控制组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

2. 异质性处置效应检验

本文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异质性处置效应检验。由于处理效应可能存在时间异质性，

后处置组与先处置组之间可能形成“坏”对照组，从而导致估计量出现较大偏误。基于此，本文进一步

进行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由处置时序差异引致的估计偏误较为微弱，不会干扰本文结论。

3. 匹配方法检验

本文结合倾向得分匹配和熵平衡匹配缩小控制变量在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并对本

文结论进行检验。首先，进行 1∶2的卡尺近邻逐年匹配；其次，进行熵平衡匹配。匹配后的结果

显示，在控制了组间样本选择性偏差后，IPR_ODC 的系数仍显著为正。

4. 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设立的非随机问题

地方固有特征可能同时影响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选址与企业 OFDI，造成估计

偏误。基于此，本文采用时空估计策略，构造变量 FIPR_ODC，其定义为当期未设立海外知识产

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但在下一期设立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的地区取值为 1，否则为 0；

并比较已经设立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的地区和即将设立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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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中心的地区之间的差异，通过对比 IPR_ODC 与 FIPR_ODC 以检验不随时间变化的固有因素

是否对结果产生干扰。结果表明，FIPR_ODC 系数不显著，且其数值小于 IPR_ODC 系数。城市

或政府的某些固有属性也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同时影响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

的设立决策以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本文将省会属性、港口距离、地形坡度与时间趋势交互项

纳入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加入交互项后，变量 IPR_ODC 的系数仍显著为正。此外，本文还采用

Cox 生存分析，以城市层面滞后 1 期和滞后 4 期的 OFDI 均值作为解释变量，预测中心获批概

率，结果显示两类 OFDI变量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区域对外投资规模无法决定海外知识产权纠

纷应对指导中心设立，反向因果不成立。

5. 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基准回归结果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可能性，本文进行安慰剂检验。本文将国家海外知识

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试点的时间随机分配，以生成伪政策时间，同时随机抽取处理组，以生成伪处

理组，总共循环 1 000次，得到 1 000个伪回归系数及其对应 P 值。结果表明，伪回归系数集中分

布在 0值附近且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并且大部分 P 值大于 0.1。因此，基准回归结果并非随机可得。

6. 替换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衡量方法

本文通过更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重新度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本文分别使用未

来一年的海外关联公司数量和对海外关联公司的期末投资额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表

明，IPR_ODC 的系数同样显著为正。

7. 其他稳健性检验

首先，将固定效应替换为城市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以及企业固定效应，IPR_ODC 的系

数仍显著为正。其次，由于样本中存在大量“零投资”，本文使用泊松伪极大似然估计（PPML）进

行回归，IPR_ODC 的系数仍显著为正。最后，在控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跨境电商综试区两类

同期政策冲击后，IPR_ODC 的系数仍显著为正，这表明核心结论并非由同期政策所驱动。①

五、机制分析

开展海外知识产权布局、主动适配东道国制度，是实现跨国知识产权制度嵌入的有效行

动。然而，我国企业普遍存在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防范意识弱、海外知识产权业务能力弱的“两

弱”问题，既缺乏海外专利布局的意识，也缺乏海外专利布局的能力。助力企业布局海外知识产

权、实现主动性制度适配，是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

制之一。基于此，本文构建变量 Patent=ln（1+海外专利申请量），作为企业海外知识产权布局的

代理指标，并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纳入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2列（1）所示，IPR_ODC 的

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的设立推动了我国企业海外知识产

权布局，缓解了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防范意识弱与海外知识产权业务能力弱的“两弱”问题。

复杂的海外法律体系、语言壁垒以及知识产权服务资源对接难等，导致了我国企业寻找资

源难、维权过程难的“两难”困境，严重制约了我国企业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的应对能力。国家

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通过“监测—分析—对接—资助”四位一体的“靶向性”支持，提

升企业应对性制度运用能力，进而提高海外知识产权诉讼胜率，以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

于此，本文利用 CSMAR 上市公司诉讼仲裁数据库与上市公司公告，手工筛选出上市公司作为

被告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涉诉记录，构建变量 Win，当上市公司海外知识产权纠纷为有利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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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取值为 1，为不利结果时则取值为 0。用于计算上市公司海外知识产权纠纷胜率的样本量有

限，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海外知识产权诉讼审理周期漫长，大量未结案样本无法纳入；二

是企业仅需披露达到重大标准的诉讼，小额纠纷无需公告。但留存的完整审结案件能够真实体

现企业处理复杂跨国知识产权摩擦的能力。基于此，本文将 Win 纳入模型（1）作为被解释变量，

以验证知识产权诉讼应对机制。结果如表 2列（2）所示，IPR_ODC 的系数显著为正，①这表明国

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提高了企业海外知识产权诉讼应对能力。
 
 

表 2    机制分析

（1） （2）

Patent Win

IPR_ODC 0.001**（0.0003） 0.549**（0.213）

Controls 控制 控制

Firm FE 控制 控制

Province-Year（City）FE 控制 控制

Industry-Year（Year）FE 控制 控制

N 22 534 114

Adj.R2 0.392 0.236
 

六、进一步分析

（一）企业技术密度

知识产权对高技术密度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更为关键的作用（Cui等，2022），海外知识

产权纠纷对高技术密度企业的破坏性更强，因此，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对此类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基于此，本文从企业和行业两个维度检验技术密度的影

响。在企业层面，以发明专利申请量衡量企业技术密度，依据行业—年度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

技术密度组与低技术密度组；在行业层面，参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

统计分类（2019）》，将样本行业划分为专利密集型与非专利密集型两组。结果如表 3所示，列（1）

和列（2）为基于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分组结果，IPR_ODC 的系数在高技术密度组显著为正，在低

技术密度组则不显著；列（3）和列（4）为基于专利密集程度的产业分组结果，IPR_ODC 的系数同

样只在专利密集型行业组显著为正，而在非专利密集型行业组则不显著。因此，假设 2得到验证。
 
 

表 3    企业技术密度的影响

（1） （2） （3） （4）

OFDI OFDI OFDI OFDI

低专利数量 高专利数量 专利密集型行业 非专利密集型行业

IPR_ODC 0.076（0.168） 0.577***（0.215） 0.375***（0.127） 0.259（0.193）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irm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rovince-Year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Year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2 793 8 350 11 886 10 621

Adj.R2 0.845 0.815 0.832 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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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逆向投资

逆向投资指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开展的直接投资，相较于面向发展中国家的顺向投资，发达国

家的知识产权制度规则更细化，对知识产权的合规要求更高，执法也更严格，因此，企业向发达

国家进行逆向投资时，知识产权制度嵌入缺口更突出，对知识产权制度适配的支持需求更强。基于此，

本文分别计算企业在发达国家（OFDI_Developed）与发展中国家（OFDI_Devloping）的关联公司数量，

以衡量企业逆向投资与顺向投资水平，并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纳入模型（1）进行回归。回归结果

如表 4所示，列（1）中 IPR_ODC 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列（2）中 IPR_ODC 的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国家

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对逆向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作用更突出。因此，假设 3得到验证。
 
 

表 4    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与对外直接投资方向

（1） （2）

OFDI_Developed OFDI_Developing

IPR_ODC 0.299***（0.087） 0.044（0.049）

Controls 控制 控制

Firm FE 控制 控制

Province-Year FE 控制 控制

Industry-Year FE 控制 控制

N 22 534 22 534

Adj.R2 0.835 0.805

（三）母国与东道国的制度距离

知识产权制度距离越大，企业对东道国知识产权规则的适配难度越高，制度互动中发生知

识产权摩擦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通过提供法律咨询与援

助、纠纷应对方案以及专利布局指导等支持性制度服务，能够有效缓解制度差异所带来的适配

困境，进而激励企业向制度距离较大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国际产权联盟每年从法律与政治环

境、物质产权、知识产权三个方面衡量全球各国或地区的产权保护状况，并发布国际产权指数。基于此，

本文参考 Bruno 等（2022）的研究，计算我国与其他国家的产权制度距离（Institution_distance），
并据此将东道国按制度距离程度划分为较大、中等、较小三类，并分别计算 t 年企业 i 在三类东

道国的关联公司数量，构建变量 OFDI_Fari， t、OFDI_Medi， t 以及 OFDI_Closei， t，以检验国家海外知

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设立对企业向不同制度距离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如表 5

所示，列（1）与列（2）中 IPR_ODC 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列（3）中该系数不显著，这说明国家海外知

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成本，推动了企业向制度距离更

远的东道国投资。由此，假设 4得到验证。
 
 

表 5    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与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距离

（1） （2） （3）

OFDI_Far OFDI_Med OFDI_Close

IPR_ODC 0.097**（0.045） 0.177***（0.065） 0.031（0.067）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Firm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Province-Year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Year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2 534 22 534 22 534

Adj.R2 0.709 0.734 0.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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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外直接投资广延边际

企业初次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或进入新的东道国时，均需面对制度规则陌生、适配经验匮乏

的困境，知识产权制度摩擦更为突出，对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靶向性”支持的

诉求更为迫切。基于此，首先，本文参考吕越等（2019）的研究，将 2017 年及以前进行过对外直

接投资的企业界定为持续投资企业；将 2018 年及以后初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定义为投

资进入企业，并分别利用模型（1）对两个子样本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6 列（1）和列（2）所示，

IPR_ODC 的系数在投资进入企业样本中显著为正，而在持续投资企业样本中则不显著，这表明

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对初次投资企业的支持作用更为突出。其次，进一步计算

企业每年对外直接投资所涉及的国家数量，构建变量 OFDI_Country 以衡量其对外直接投资的

多元化程度，结果如表 6列（3）所示，IPR_ODC 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

应对指导中心能有效推动企业向新的东道国投资，提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多元化水平。上

述结果表明，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通过“靶向性”支持提升企业对陌生东道国

制度的适配能力，显著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广延边际。因此，假设 5得到验证。
 
 

表 6    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与对外直接投资广延边际

（1） （2） （3）

OFDI OFDI OFDI_Country

投资进入 持续投资 全样本

IPR_ODC 0.896***（0.320） 0.558（0.466） 0.135***（0.036）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Firm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Province-Year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Year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 814 5 854 22 529

Adj.R2 0.859 0.871 0.838
 

七、结论及政策启示

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知识产权制度差异带来的制度摩擦，是制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难题，

妥善化解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是企业海外可持续投资的重要保障。为此，本文实证检验国家海外

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得到如下结论：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

纷应对指导中心的设立能够显著提升所在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多重稳健性检验均支持该结论。

在机制层面，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一方面推动企业海外专利布局，另一方面增

强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置能力。异质性结果显示，该政策对高技术密度企业、面向发达国

家的逆向投资以及投向制度距离更大国家的投资的提振效果更强，同时能够拓展企业对外直接

投资的广延边际，支撑企业初次“出海”与多东道国布局。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将制度适配提升为系统性治理工程，构建多层次知识产权纠纷应对体系。海外知识

产权纠纷具有高复杂性、高专业性和高不确定性，已成为我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重要制

度摩擦，单一企业难以独立应对。政府应主导构建“国家—行业—企业”三级协同的治理网络：在

国家层面，完善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的全域覆盖与协同服务能力，设立专项维

权基金与风险预警平台；在行业层面，鼓励行业协会发挥引导作用，整合资源应对共性知识产权

摩擦；在企业层面，通过培训与补贴，提升其主动识别与应对纠纷的意识与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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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构建事前专利布局与事后纠纷应对双轨联动的全周期支持闭环。在事前端，推动企

业以海外专利布局实现主动性制度适配，从源头降低纠纷发生概率；在事后端，提升企业海外知

识产权诉讼胜率，强化应对性制度运用能力。依托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建立

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例库与专利布局成效追踪数据库，将重大纠纷结案后的复盘诊断结果

系统地反馈至事前的培训与布局指导环节，使个案经验转化为企业群体的系统能力。同时，基

于纠纷类型、行业分布与地域特征的统计分析，动态引导同类企业的专利布局方向与风险预防

重点，并推动事前布局从数量导向转向质量导向。

第三，建立分层分类的差异化支持体系，精准匹配不同“出海”情境的制度适配需求。构建

以制度摩擦强度和自主适配能力为双重维度的分级支持机制。在企业端，依据技术密度、海外

专利存量与涉诉历史建立能力分级评估，在高价值专利布局策略、竞争对手专利壁垒分析等深

度服务方面向制度适配风险较高的企业倾斜；在政府端，针对发达国家编制动态更新的知识产

权法律环境深度指南，针对制度距离较大的市场建立涵盖立法完备度、执法力度与涉诉密度的

风险评估矩阵，使有限的服务资源优先匹配制度适配需求最迫切的领域。

第四，重点服务初次“出海”与向制度差异较大市场拓展的企业，助力其跨越陌生制度门

槛。企业初次进入东道国时，对当地知识产权规则的了解近乎空白，制度适配不确定性最高；而

对于已有投资经验的企业而言，其经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制度能力缺口，这决定了“靶向

性”支持在拓展对外直接投资广延边际方面的关键价值。建议设立面向首次“出海”企业的专项

辅导计划，在海外专利与商标申请布局、关键市场风险预判等方面提供系统性指导，同时为多

国布局企业提供专利合作条约路径优化与区域制度衔接的协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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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s Empowering Firms to “Go Global”:The National
Guidance Center for Overse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
Resolution and Firm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i Sihai,  Wang Ruiqi
(School of Accountancy,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Summary: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is a core strategic path for firms to integrate glo-

bal value chain resources and exp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boundaries, and a critical channel for emerging eco-

nomies to achiev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echnological catch-up. However, as Chinese firms accelerate their

global expansion, overse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disputes have remained persistently frequent, evolving in-

to a major constraint on OFDI. The essence of these disputes is the institutional friction arising from cross-bor-

der IP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When entering unfamiliar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firms encounter conflicts

because they struggle to adapt to host-country IP institutions, which ultimately impedes OFDI. How home-

country governments can support firms to adapt to overseas IP institutions and facilitate their global expansion

has thus become a press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

　　Tak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Guidance Center for Overse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 Res-

olution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is paper uses data of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listed compan-

ies from 2018 to 2023 to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argeted” IP support by governments on

firms’ OFDI.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enter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OFDI level of

local firms. Mechanism testing reveals that the Center promote firms’ proactive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by fa-

cilitating overseas patent deployment, while simultaneously strengthening the firms’ responsive institutional

utilization by improving their win rates in overseas IP litigatio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urther indicates that

the policy effects are more pronounced for technology-intensive firms, for reverse investment targeting de-

veloped countries, and for investment directed toward host countries with greater institutional distance.

Moreover, the Center significantly expands the extensive margin of OFDI by facilitating first-time investment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investment destinations.

　　This paper makes the following marginal contributions: First, unlike prior studies focusing on generic

home-country support including fiscal subsidies, tax incentives, and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it identifies

targeted IP support as a new policy tool and clarifies the dual-path of cross-border IP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advancing theories on government-backed corporate internationalization. Second, shifting from a focus on

host-country IP protection, it adopts an institutional friction lens centered on firms’ micro adaptation behavi-

ors, filling a critical research gap. Third, it pins down policy boundary conditions covering technological in-

tensity, destination types,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investment margin, supplying micro evidence for differen-

tiated regional overseas IP public service optimization.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friction； OFDI； National Guidance Center for Overse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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